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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城镇
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以厦门市海沧区为例

王　晶

【提　要】本研究以厦门市海沧区为例，利用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
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城镇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海沧区目前属于中等居住隔离程度，居住区
位及隔离程度对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本地人口来说，居
住区位对其社会融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乡的维度上，城乡结合区、镇、村庄依然在社会
融合水平上高于主城市区；而对外来人口来说，居住隔离对其社会信任水平和公共参与
都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目前城市社会对外来人口在形式上的放开还不能解决实质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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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快速城市化是近年来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

问题。２０００年，我国城镇人口规模为４．５９亿；
到了２０１５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规模增加至７．７１
亿，人口累计增长接近６８％。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一些特殊性，计划经济
时期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遗产还没有彻底突破，
大量城乡人口及城市间流动人口因为户籍等原

因不能在城市获得社会保障、住房、义务教育
及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原有居民，外来人口
的收入水平更低，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也更低，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较低。在西方社会中，少

数弱势族群集聚已经发展成为难以治理的社会

问题，如果居住隔离在我国城市中形成，那么
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人群身份差距将因此而长

期固化。少数特殊群体聚居，信任、冲突等问
题可能会因某些社会问题而触发，极容易在相
互影响中形成群体性事件。
在传统熟人社会，无论是从社会信任、社

会互动，还是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看，社区融
合都是社区存在的最根本要素。进入市场化时
代，农村人口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来到城市居
住空间，由于户籍制度门槛，城乡二元的结构
壁垒开始在城市复制，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
间在居住空间上开始出现差异，外来人口更多
地聚居在城乡结合区、城郊地区，而本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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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向城市中心区集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本
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更加 “绝缘”。外来人口通常
互相抱团取暖，他们之间的交往、支持远高于
其与本地人口之间的交往、支持。

厦门市海沧区是一个年轻的区，１９８９年获
批成为台商投资区，２００３年设立行政区。海沧
区人口并不多，但是外来人口比例较高，２０１４
年底全区总人口４２９１５９人，本地人口１５５７６５
人，暂住人口２７３３９４人。① 虽然海沧区自２０１１
年以来连续四年将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投向民

生事业，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和对外来
人口的开放政策更是较为优厚，使得该区在城
乡居民收入、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等方面
都位居全省前列，但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也
不断凸显，特别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融合
问题不断浮现出来。本文拟以海沧区为例，基
于其现有的居住特征，探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
口的社会融合问题。

二、文献回顾

在与 人 合 著 的 《种 族、社 区 与 冲 突》
（１９６７）中，雷克斯提出了 “住宅阶级”的观
点。他认为，居住空间分布对不同阶层的融合
有重要影响，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拥有不同
住宅的人形成了不同的 “住宅阶级”：一是通过
现金在优势区位直接购买住宅者；二是通过抵
押贷款方式购买该类住宅者；三是通过抵押贷
款方式拥有住宅但住宅位置不佳者；四是住在
政府出租的住宅者；五是住在私人出租的住宅
者。整个城市被划分为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

各阶层间社会隔阂严重，这是当前资本主义国
家社会骚乱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②

在我国城镇化和住房市场化过程中，居住
隔离的倾向也在逐步显现，特别是在人口聚居
的大城市，其居住隔离的趋势更加明显，农民
工和本地被征地农村户籍人口聚居于 “城中村”

或 “棚户区”，低收入群体聚居于公租房、廉租
房社区，中等偏低收入群体聚居于经济适用房
社区，中上收入群体聚居于高档社区，高收入
群体主要聚居于别墅区和高档住宅区。大城市

在居住空间上的隔离正在逐步形成。周大鸣提
出城市社会存在 “二元社区”，珠三角外来工或
居住于当地农民房、或居住于宿舍，而本地人
则居住在设施较好的小区，“地方本位”政策和
“寄生”经济是导致二元模式的根本因素。③ 王
桂新等通过对上海外来人口居住 “生态”的研
究，发现上海外来人口主要聚居于 “城中村”、
“棚户区”，形成了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的 “孤
岛”。④ 张展新等研究发现，即便居住在同一社
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还是存在居住隔离，
村委会社区比居委会社区居住隔离更为严重。⑤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 “居住隔离指数”
来衡量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
黄友琴等利用 “五普”抽样数据对武汉市的研
究显示，２０００年武汉市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
居住隔离指数在０．２０～０．２５之间，近郊区外来
移民居住隔离程度严重，达到 ０．５１～０．６２。⑥

孙斌栋等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上海市住房租赁价
格数据研究发现，上海市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
收入阶层的居住隔离指数分别为０．８７和０．５６，
这意味着该市顶层社会严重隔离，而底层社会
聚居现象显著。⑦

居住隔离对非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重

要影响，但在现有研究中从居住隔离的视角探
讨社会融合问题的文献并不多。罗仁朝等研究
发现，居住于城市郊区、人口聚居区的流动人
口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对社区事务也表现出
积极的态度与良好的期望，具有更好的社会融
合度；而居住于城郊边缘带的流动人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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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度则较低。① 马西恒等通过对上海市某社区
的深度考察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 “二元
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
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 “新二元关
系”。② 杨菊花等使用２０１４年八城市 “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从宏观、社
区和个体三个层面聚焦居住隔离现象的基本特

征及相关要素，分析结果发现，半数流动人口
面临居住隔离问题；自我选择对居住隔离固然
重要，但不同层面的制度、经济和住房结构的
束缚和桎梏更为强大。③ 沈洁通过在上海市展开
的随机问卷调查，考察定居郊区对移民融入城
市所产生的区位效应。研究发现，郊区移民不
仅在收入上低于中心城区移民，而且建立群际
间的社会关系的机会也显著降低。④ 任远等利用

２０１３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
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关系的角度研究促进流动

人口社会融合的路径，指出只有增强城市的发
展性，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提供更多的教育、

就业和发展机会，提升其社会流动性，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 “土客”矛盾和实
现社会整合。⑤

三、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

　　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２０１５年，笔者参加的课题组以 “海沧共同
缔造研究”为主题进行抽样调查，采用三阶段
按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在海沧区所有社区和行
政村中抽取８个社区、７个行政村，总样本数为

１０３２个，其中流动人口４２２个，约占总样本量
的４０．８９％。如前文所述，海沧区是改革开放以
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化城市，在
城市化进程中，既包含了本地人口的非农化过
程，也包含了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在人口
结构上，海沧区外来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
非常高，在社会融合上面临着与其他东部城市
相一致的问题。因此，本文的分析虽以海沧区
为例，但颇具典型性，对与其人口结构相似的
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二）计量模型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城市居住隔离对社会融

合造成的影响，需要先分别测量城市居住隔离
程度和城市社会融合程度，在此基础上，再探
讨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使用局部居住隔离指数来衡量社区内

部的居住隔离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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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Ｄｉ为局部居住隔离指数，表示区域ｉ
内两个群体的相互居住隔离程度，其取值范围
从－１００到１００。取值为０，表示两个群体人数
按全市人口比例在区域内均匀分布。取值大于

０，意味着群体ｘ相对于群体ｙ而言，在本区域
更加过度聚居 （ｍｏｒｅ　ｏｖ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或说
“超配” （ｏｖ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取值小于０，则反
之。－１００和１００表示两个群体完全隔离的两种
极端情况，１００代表全市的群体ｘ全部聚居在本
区域而群体ｙ则一个都没有；－１００表示全市的
群体ｙ全部聚居在本区域而群体ｘ则一个都
没有。
本文对于社会融合程度的测量采用了三个

维度，即社会信任、公共参与和非正式社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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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于社会信任和公共参与，问卷中有直接
的问题与其对应。其中，社会信任问题为 “您
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小区的居民？”，包含 “很不
信任、一般、信任、非常信任”四个选项，为
了分析更简洁，将 “信任、非常信任”归并为
信任，而将 “很不信任、一般”归并为 “不信
任”，从而形成 “社会信任”虚拟变量。 “公共
参与”问题为 “如果有人发动居民解决社区问
题，您是否会参加？”，根据调查结果形成 “公
共参与”虚拟变量。除此之外，问卷设计了一
系列关于社区融合的量表，结合本文关注的问
题，选取了四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因子
分析结果，析出了 “非正式社会互动”变量。①

对于回归模型，本文同时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和
多元线性回归方式，因变量为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和 “非正式社会互动”三个指标；
自变量为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和空间变量，
其中个人空间变量主要包含个人居住的社区类

型以及区域内的居住隔离指数。
（三）变量描述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是社会融合，从总体上

来看，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还
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的。在社会信任上，
本地人口选择 “信任”一般居民的平均比例为

５５％，而外来人口选择 “信任”一般居民的平
均比例为４５％，两者差异显著；在公共参与上，
本地人口选择 “参加解决社区问题”的平均比
例为７６％，而外来人口选择 “参加解决社区问
题”的平均比例为６５％；在非正式社会互动上，
本地人口的得分为０．０７，外来人口的得分为－
０．１１，两者差距为０．１８。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区居住隔离程度，

海沧区的居住隔离指数为０．５４，按照居住隔离
指数划分，属于中等的居住隔离程度。从不同
类型的社区来看，主城区是户籍人口集中分布
的区域，此类社区户籍人口占总户籍人口比例
的３２％，而非户籍人口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仅
占总非户籍人口的１５％，两者的相异比例为１７；
村庄也是户籍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户籍人口
和非户籍人口的相异比例为２０；位于城乡结合
区的社区与主城区和村庄恰恰相反，是非户籍

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城乡结合区的社区聚集
了６２．７５％的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
的相异比例达到了３７，已经显现出较高的隔离
程度。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主城区还是以原
住居民为主，而城乡结合区则聚集了大量的流
动人群。
表１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年龄结

构来看，外来人口平均年龄为３５．７４岁，而本
地人口平均年龄为４２．６９岁，外来人口比本地
人口平均年龄低近７岁。在受教育水平上，外
来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众数出现在初中层面上，
占比３８．４６％；而本地人口的教育结构则相对均
衡，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略高于其他受教育水
平的人口，为２９．９３％。从居住方式来看，外来
人口与本地人口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的主
要居住方式为市场租赁住房，占调查样本的

５６．５６％；其次为雇主提供住房，占比１７．１９％。
本地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是自建住房，占调查
样本的６１．０２％；其次为商品房，占比２８．９５％。
从居住区位类型来看，本地人口居住区位的前
两位为村庄和主城区，分别占比 ４２．９５％ 和

２６．２３％；外来人口居住区位的前两位为城乡结
合区和主城区，分别占比３７．４４％和１９．９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 ０．５５　 ０．４９　 ０．４５　 ０．４９

公共参与 ０．７６　 ０．４２　 ０．６５　 ０．４７

非正式社会互动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５

居住隔离指数 ０．５４　 ０．１７

男性 （女性＝０）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５０

年龄 ４２．６９　 １３．４３　 ３５．７４　 １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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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问卷中有四个问题，分别为：１．您有事是否经常征求邻居
的意见？２．您是否可以顺利从邻居家借到需要的东西？３．
如果您有一天要出远门，能不能麻烦小区其他居民帮您收
快递、带宠物、收报纸等？４．过去三个月，您是否从邻居
那里得到过帮助？这四个问题均为虚拟变量，析出一个因
子，特征值大于１，为２．７６８，解释了总体６５．０３％的方差，

ＫＭＯ值为０．８２２。根据因子负载值结果，该因子体现为
“非正式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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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婚姻 （未婚／离婚／丧偶＝

０）
０．８６　 ０．３４　 ０．８０　 ０．４０

受教育水平 （％）

小学及以下 ２５．８２　 １６．２９

初中 ２０．８９　 ３８．４６

高中／职高 ２３．３６　 ２６．７０

大专及以上 ２９．９３　 １８．５５

家庭收入 （对数） １１．３０　 １．２８　 １１．０２　 １．４１

党员 （非党员＝０）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２４

单位类型 （％）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１６．４５　 ２．７１

国有企业 １０．６９　 ８．６０

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３８．１６　 ６１．５４

个体／家庭经营／自由职业 ３４．７０　 ２７．１５

居住方式 （％）

自建住房 ６１．０２　 ８．１４

商品房 ２８．９５　 １４．４８

雇主提供住房 ２．６３　 １７．１９

市场租赁住房 ５．１０　 ５６．５６

保障房、亲属借宿等方式 ２．３０　 ３．６２

居住区位类型 （％）

主城区 ２６．２３　 １９．９１

城乡结合区 ２１．８０　 ３７．４４

镇中心区 ５．２５　 １３．７４

村庄 ４２．９５　 １０．６６

工厂区 ３．７７　 １８．２５

观测值 ６０８　 ４２２

四、实证分析

不同类型的人口在社会融合程度上存在着

显著差异，上文我们也看到，本地人口的社会
信任与公共参与的比例比外来人口更高，同时
非正式社会互动具有比外来人口更高的得分。
本地人口世代聚居此地，在本地的社会、文化、
社区公共参与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为了更
清楚地看到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于不同类型

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我们分人群分析个
体因素和空间因素对于不同社会融合指标的

影响。
（一）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本地人口社会

融合的影响

下文主要从两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一
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包括教育、单位、
住房等；二是空间因素，包括居住地类型、居
住地内部隔离水平。
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本地人口社会融合

的影响来看，在社会信任的回归结果中，国有
企业、私营企业①和个体经营②的受访者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
更低。相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私营
企业员工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降低６２．６％，
个体经营人员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降低

５５．２％。在公共参与的回归结果中，相对于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私营企业员工公共参
与的可能性降低８０．３％，个体经营人员公共参
与的可能性降低６９．３％。在非正式社会互动的
回归结果中，居住在市场租赁住房的人口与社
区居民进行非正式社会互动的程度显著降低，
相对于自建住房人口，居住在市场租赁住房的
人口非正式社会互动的水平降低５８％。
空间因素对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显

著影响。在社会信任的回归结果中，相对于主
城区居民，镇中心区、村庄、工厂区居民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更高。其中，镇中心区居民选
择 “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１．８倍左
右；村庄居民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
居民高１．１倍左右；工厂区居民选择 “信任”
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４．２倍左右。在非正
式社会互动的回归结果中，在镇中心区和村庄
居住的人口非正式社会活动的程度更高。相对
于主城区居民，镇中心区居民非正式社会互动
的水平高５７．１％，村庄居民非正式社会互动的
水平高６１．４％。而区域内部居住隔离水平，无
论是对社会信任、公共参与，还是对非正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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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私营企业笼统地代指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此处个体经营笼统地代指个体／家庭经营／自由职业。



会互动，均没有显著影响。
综合以上回归结果，对本地人口而言，虽

然经历了城市化过程，但镇中心区和村庄原住
民之间还保有原先的熟人社会关系，相比城市
社会，信任度更高。很多工厂区都是以村和乡
镇为单位的，厦门地区的原住民一般不愿去外
地打工，大都进入到附近的工厂工作，企业嵌
入在原有的居住空间之内，村企在空间上高度
重合，促进了当地社会内部的组织重构，原住
民之间有可能在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出更加团结

和信任的特征。因此，越趋向于远离主城区的
原住民，其社会信任和非正式社会互动水平反
而越高。但是，本文测量的居住隔离对于原住
民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原住民的社会融合
几乎不受外来人口的影响，原住民信任和非正
式社会互动的对象更可能为原住民，外来人口
的进入并没有对原住民在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上造成较大的影响。

　表２　居住方式及隔离程度对本地人口社会融合的

影响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性别
０．２１１
（０．１９９）

０．３４１
（０．２３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２）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已婚
－０．１６９
（０．２９９）

０．９４０＊＊＊

（０．３３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２）

受教育水平 （参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２２６
（０．２９０）

－０．０６２
（０．３１４）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６）

高中／职高
－０．４０７
（０．３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３７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４３６
（０．３６７）

－０．０９６
（０．４３１）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９）

家庭收入 （对数）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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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党员
０．７３９＊＊

（０．３０５）

０．７１０
（０．４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１１９）

单位类型 （参照组：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７）

０．４１９
（０．６２３）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２）

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０．６２６＊＊

（０．３０３）
－０．８０３＊＊

（０．３８８）

－０．０２１
（０．１２１）

个 体／家 庭 经 营／自 由

职业

－０．５５２＊

（０．３２７）
－０．６９３＊

（０．４０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３１）

居住方式 （参照组：自

建住房）

商品房
０．５３６
（０．６３４）

０．１３８
（０．７６０）

－０．０３８
（０．２５８）

雇主提供住房
－１．０７５
（０．８４７）

－０．１３２
（０．３４６）

市场租赁住房
０．２２１
（０．４９０）

－０．８３４
（０．５３３）

－０．５８０＊＊＊

（０．２０３）

保障 房、亲 属 借 宿 等

方式

－０．００５
（０．７２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１６）

－０．０４６
（０．２９５）

居住区位类型 （参照组：

主城区）

城乡结合区
０．９３５
（０．６７６）

－０．３５８
（０．７９０）

０．４４１
（０．２７５）

镇中心区
１．８２４＊＊＊

（０．５１４）

０．１３７
（０．５９８）

０．５７１＊＊＊

（０．１９２）

村庄
１．１２８＊

（０．６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７６６）

０．６１４＊＊

（０．２６４）

工厂区
４．２３４＊

（２．２３１）

－０．７００
（２．６７３）

０．４７９
（０．９１６）

居住隔离指数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常数项
０．６９４
（１．２４３）

３．５３６＊＊

（１．５６０）

－０．２６９
（０．５０１）

观测值 ５４８　 ５３５　 ５４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３９

　　注：（１）＊＊＊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２）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３）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为边际效应计算

结果。表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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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会
融合的影响

本文对外来人口也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

素和空间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个人社会
经济地位上，受教育水平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
合影响显著，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
在社会信任、公共参与和非正式社会互动上都
具有显著优势，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为参
照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选择 “信任”
的可能性高 １ 倍多，公共参与的可能性高

９３．１％，非正式社会互动的水平高３７．４％。单
位类型也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
相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在国有企业
工作的外来人口公共参与的可能性降低近２．３倍。
空间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与对

本地人口的影响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
社会信任的回归结果中，城乡结合区居民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１．９倍左右；
镇中心区居民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
居民高１．８倍左右；村庄居民选择 “信任”的
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１．８倍左右；工厂区居
民选择 “信任”的可能性最高，比主城区居民
高近７倍。在公共参与的回归结果中，城乡结
合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

９８．８％；镇中心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可能性比主
城区居民高８９．５％；村庄居民公共参与的可能
性比主城区居民高１．２倍左右；工厂区居民公
共参与的可能性最高，比主城区居民高５．６倍
左右。在非正式社会互动的回归结果中，村庄
居民与主城区居民的差异最为显著，村庄居民
非正式社会互动水平比主城区居民高７５．５％。
居住隔离指数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具有显

著影响，这是与本地人口最大的差异之处。从
回归结果来看，居住隔离指数对社会信任和公
共参与具有负向的影响。其中，在社会信任上，
居住隔离指数的边际效应为－０．０５０，意味着居
住隔离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信任可能性降低

５％；在公共参与上，居住隔离指数的边际效应
为－０．０４５，意味着居住隔离指数每增加一个单
位，公共参与可能性降低４．５％。
综合来看，空间因素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

合程度影响更强，无论是从居住地类型还是从
居住地内部的分割水平来看，皆是如此。相对
于主城区的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区、村庄、
工厂区居住的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公共参与
和非正式社会互动的程度都有显著增强，特别
是工厂区的外来人口，在社会信任与公共参与
两方面的社会融合程度都是最高的。由此可见，
外来人口的集聚有助于其自身的社会融合，外
来人口在打工地对于自身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

构，这种重构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外来人口内部，
而非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所以，在回归
结果中体现出来的是，在外来人口越密集的地
方，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这一影响同样延伸到
社区内部的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

响上。在本地人口的回归结果中，居住隔离对
于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基本没有影响，而
对外来人口来说，居住隔离对于社会信任和公
共参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负向
的，意味着居住隔离确实造成了外来人口在一
定程度上被排斥，进而引致其在社会信任和公
共参与上的退缩，这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治理
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表３　居住方式及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

影响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性别
０．１２５
（０．２４０）

０．２０４
（０．２５１）

－０．１８９
（０．１１９）

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已婚
０．１６３
（０．３５４）

０．４４３
（０．３６３）

０．３４９＊＊

（０．１７６）

受教育水平 （参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４６７
（０．３５８）

０．３３４
（０．３５８）

０．２５９
（０．１７８）

高中／职高
０．７５８＊

（０．４０３）
０．４７６
（０．４０９）

０．２３６
（０．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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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大专及以上
１．０５０＊＊

（０．４５０）
０．９３１＊＊

（０．４６８）
０．３７４＊

（０．２２３）

家庭收入 （对数）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６）

党员
０．４７９
（０．４１９）

－０．１２０
（０．４４６）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８）

单位类型 （参照组：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０．１０７
（０．８４６）

－２．２６９＊

（１．１８６）

－０．３５３
（０．４２４）

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０．０２０
（０．７２６）

－１．３８４
（１．１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３６２）

个 体／家 庭 经 营／自 由

职业

０．３５６
（０．７４９）

－１．５１８
（１．１２６）

－０．０６７
（０．３７５）

居住方式 （参照组：自

建住房）

商品房
０．９０９
（０．６２１）

１．０９２＊

（０．６２８）
０．６０７＊＊

（０．３０３）

雇主提供住房
０．３０２
（０．５７２）

０．３９３
（０．５９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８６）

市场租赁住房
０．２９６
（０．４９１）

０．２４５
（０．４８５）

０．２４６
（０．２４２）

保障 房、亲 属 借 宿 等

方式

０．４００
（０．７４９）

０．４５１
（０．７７９）

０．１０３
（０．３７１）

居住区位类型 （参照组：

主城区）

城乡结合区
１．９０７＊＊＊

（０．５２４）
０．９８８＊＊

（０．５０３）

０．３７９
（０．２４６）

镇中心区
１．８３３＊＊＊

（０．４７５）
０．８９５＊

（０．４７０）

０．１７９
（０．２２６）

村庄
１．８４６＊＊＊

（０．５２９）
１．１５２＊＊

（０．５２５）
０．７５５＊＊＊

（０．２５１）

工厂区
６．９９３＊＊

（２．８４６）
５．６３９＊＊

（２．７２１）

０．９２１
（１．３６１）

续表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居住隔离指数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常数项
－３．０５４＊＊

（１．３６５）
０．９６９
（１．６７６）

－０．７２９
（０．６７５）

观测值 ３８２　 ３８４　 ３８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５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厦门市海沧区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

础，着重探讨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居住区位及区
域内的隔离程度对城镇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下面结合这些结论进
行讨论。
首先，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社会融合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城乡的维度上。以往有研究提出，
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现代社区、陌生人社会
对原有的熟人社会是一个逐渐打散的过程，随
着居住方式从传统村落居住向现代社区居住的

改变，社会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从
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海沧地区虽然也经历了
高速的市场化过程，但是相对于城市社会，城
乡结合区、镇中心区、村庄依然在社会融合水
平上高于主城区。一方面，厦门郊区就地城市
化比率较高，原有的村落、乡镇结构并没有被
彻底打破，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
上维系下来，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边缘
和村庄地带的原住民在社会信任、公共参与、
非正式社会互动方面的水平都比较高。另一方
面，本文希望着重讨论的居住隔离并没有对原
住民的社会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其原有的社会
信任和非正式社会互动等更可能对应的是群体

内部的熟人社会关系，外来人口虽然在物理空
间上进入了打工地，但在社会空间上并没有对
原住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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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
会融合的影响与对本地人口的影响相比，具有
明显的差异性。结合外来人口分布的集中度，
本文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理具有
一定的适用性，外来人口聚集有助于群体内部
的互相扶持和相互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居住隔离指数对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和公共参

与水平都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社会排斥本身
就会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融合，无法达成
相互信任；另外，在公共参与上，虽然自２０１０
年开始，在地方居委会选举法中，已经允许外
来人口参加居委会选举；同时，地方自治团体
也不断吸引外来人口参加，但是外来人口参与
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可以想见，如果公共参与
本身能够体现外来人口的诉求，解决外来人口
的切身问题，那么外来人口的参与积极性不会
很低。现在的低水平参与恰恰反映了现实的问
题，城市社会对外来人口在形式上的放开还不
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居住隔离使外来人口更

多地集中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的城市

边缘区域，社会自发参与可以解决的问题非常
有限。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同

一地域内城乡之间的城市化过程，二是跨地域
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过程。这两个过程交叠在一
起，造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本地乡
村人口依托当地资源和制度优势，已经逐步融
入城市社会；而主要问题在于外来人口的城市
化融入问题，由于户籍制度、居住隔离及隐形
的社会文化因素，外来人口一直处于城市的边
缘，被局限于城市的特定空间中。而贫困人群
聚居会产生众多的社会问题，可能埋下社会稳
定的巨大隐患。因此，必须未雨绸缪，积极推
动外来人口实现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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